
 

集体决策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规模

−基于省级党委常委会的研究视角

李一花 ， 骆  熙 ， 张芳洁
（山东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地方“一把手”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债务扩张的影响已得到一些研究证实，但党内“集体领导”

的组织原则和实际权力结构的影响尚未引起重视。文章基于省级党委常委集体决策权力结构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30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运用全面FGLS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

的常委（本省升迁、外省调入与中央下派）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

不同类型的常委调动金融资源的能力不同，从而对地方隐性负债的影响不同；进一步结合地区财政压

力、经济增长压力后发现，非本地升迁常委对隐性债务的容忍度上升，且对经济增长压力的反应更显

著。文章的政策启示是治理地方隐性举债，不仅要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摆脱债务依赖型发展模式，还要

抓住地方政府集体决策中的关键少数官员，持续优化集体决策权力结构和强化问责机制。只有从制度

和官员行为的两方面联合发力，才能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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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后，这一话题就备受关

注。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稳妥化解地方

政 府 隐 性 债 务 风 险 也 被 列 入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 四 个 五 年 规 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成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

实际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如果以2015年新《预算法》赋予地方适度举债权

为标志，2015年之前地方政府的举债均可归入隐性债务的范围，尤其是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的冲击，以地方融资平台为载体的地方隐性举债迅速膨胀。2013年6月，为摸清地方政府债

务底数，审计署按照偿还责任、担保责任、救助责任三类情形，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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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2015年，财政部对纳入地方政府债务范围的隐性债务实施债务置换，由此切断政府信用

与融资平台举债的联系，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同时，通过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的方式使

地方政府举债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然而，地方政府预算外举债并没有消失。地方拥有合

法举债权后缘何隐性债务持续存在，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一种直观的解释是，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开前门”不够大，导致地方政府隐性举债的“后门”关不上（张立承，2018）。

实质上，新《预算法》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举债扩张的逻辑。在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

匹配造成的财政缺口未改变、地方政府热衷基建投资的激励未改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举债的

“财政体制”诱因和“官员行为”诱因成为解释隐性债务膨胀的两大主流学说。关于前者，马海涛

和吕强（2004）、杨志勇（2009）、贾康等（2010）指出，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呈现出

“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的新财政集权特征，“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的财政收支压力是地方政

府被动举债的原因。洪源等（2018）、毛捷等（2020）、曹光宇等（2020）的研究证实，不论是省级、

市级还是县级政府，财政压力都是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重要根源。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

对中央政府的救助预期（龚强等，2011）、“公共池”激励以及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则进一步

强化了地方债务扩张（郭玉清等，2016；王永钦等，2016）。此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助长地方

债务扩张也得到了经验支持（钟辉勇和陆铭，2015）。

在官员行为研究方面，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为晋升而举债的观点受到关注。如高然和龚

六堂（2019）、冀云阳等（2019）的研究表明，官员晋升激励和地区竞争是地方以地生财和大幅举

债的内在动因。贾俊雪等（2017）考察了多维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影响，发现官员增

长绩效晋升激励对地方举债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曹婧等（2019）运用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

晋升压力和发展压力引发地方债扩张。缪小林和伏润民（2015）的研究指出，我国地方政府存在

的“权责分离”为地方超常规举债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官员更替引发的新城建设（彭冲和陆

铭，2019）、政策短视（周黎安，2018）、政策不确定性（罗党论和佘国满，2015）等因素也对地方举

债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说上述研究侧重强调地方政府举债的需求侧因素的话，那么，对举债供给侧的研究成

为近年来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毛捷等（2019）、李一花和乔栋（2020）的研究证实，隐性金融分权

使得地方扩大债务规模的动机更易实现。吕健（2014）、马恩涛等（2020）的研究表明，影子银行

推动了地方债务增长。韩健和程宇丹（2020）指出，金融机构的非独立性和对融资平台的体制性

偏好，对地方隐性债务扩张推波助澜。徐军伟等（2020）的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

存在资产延伸和风险联保，大大推动了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钟宁桦等（2021）基于对融资

平台“隐性担保”预期的新测度，发现债务置换强化了城投债“隐性担保”预期，妨碍了融资平台

的市场化进程。张莉等（2018）、向辉和俞乔（2020）指出，地方举债多以土地为担保和偿还来源，

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助长了债务扩张，但土地出让收入不稳定也加剧其风险。楼继伟（2019）明

确指出，尽快实现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是防范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关键。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地方投融资制度不完善（温来成和徐磊，2020）、地方政府债务监管

制度不规范（杨灿明和鲁元平，2013）、债务不透明和中期预算制度未建立（肖鹏等，2015）等方

面探讨了地方隐性债务难以控制的原因。

本文主要基于官员行为的视角，但与发展压力和官员晋升的思路有所不同，本文认为，现

实中我国的各级党委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典型的如常委会制

度。以省级党委常委会制度为例，省级党委常委是省级领导干部中最为关键的群体，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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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管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省委常委会在省区范围内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顶层设计的作

用，当然也包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的意见》（2021年3月27日）指出，“党的委员会是党执政兴国的指挥部，‘一把手’是党的事业发

展的领头雁。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班

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纪检机关监督专责，形成了许多有效做法和经验”。在2017年7月召开

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控地方

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2021年3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落实省级党

委和政府对本地区债务风险负总责的要求。因此，与以往文献侧重强调党政“一把手”（党委书

记与政府正职）的作用不同，本文关注党内“集体领导”组织原则下实际权力结构对地方举债的

影响。所谓实际权力，按照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8)的定义，意指社会各群体实际掌握的财

富、武力与集体行动能力，与名义政治权力可能是无关的。现实中，实际权力对于政策制定和

资源配置往往具有重要作用。高楠和梁平汉（2015）最早研究了省委常委集体决策结构对地方

政府行为的影响。他们对省委常委集体决策结构的划分是以“新常委和旧常委”为标准，其中，

旧常委是指常委会中省委书记任职前已经担任常委的人员，新常委是指省委书记任职后进入

常委会的人员。由于新旧常委的资历、利益、话语权有所不同，因此，省委常委集体决策结构可

能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同样基于省委“常委会决策”特色，但以省委常委“来

源地”为特征，衡量实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之所以运用省委常委“来源地”特征研究地方政府隐

性举债，是因为官员的不同来源决定了其行为特征的差异。从省级层面来看，省级党委常委会

的来源可分为中央下派、外省调入、本省升迁，已有研究表明，这三种类型的常委具有鲜明的

差异化行为倾向，是刻画集体决策影响的良好的切入点。目前从官员集体决策的视角对地方政

府隐性举债的研究还比较鲜见，本文正是基于该视角对地方政府隐性举债进行探索性研究。

从省级党委常委会的不同来源看，由于不同来源省级党委常委，具有不同的任职经历、不

同的资源和人脉关系，因此，对地方政府是利用隐性举债还是更多的从中央申请和调动资源，

存在不同的机会和条件。具体而言，一方面，本省升迁的常委具有更丰富的本地工作经验，更

为熟悉地方情况且具备更为浓重的乡土情结，更倾向于对家乡施以援助之手，对地方筹集更多

的资源加快发展的支持意愿和支持能力更为突出，因此，对地方利用隐性举债的监管意愿放

松，甚至利用自身的影响助力地方获取债务融资来源（如通过对金融资源的影响）。相对而言，

外省调入或中央下派省委常委与中央联系紧密，因而从中央获取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强。如果能

从中央获取更多的合法资金（资源），如转移支付或显性债务限额，然后分配给市县政府，从而

有益于地方经济发展，自然是更为理性和安全的做法。因此，相对而言，三类省委常委的自身

优势和条件的差异，可能导致对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不同。另一方面，按照我国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省级政府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负有重要职责。从具体的管理制度来看，目前

债务管理基本上可以分为中央和省级两级。中央对省级实施债务限额分配和债务监管，省级负

责本省范围内的债务限额分配、债券发行和偿还，承担债务风险防控职责。在这种双层管理模

式下，省级政府毫无例外地成为本省债务风险的重要责任人。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省委常委会委

员的不同来源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有何影响？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本文与以往文献相比，有以下三方面的边际贡献：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提出了不同

于研究党政一把手对地方政府举债影响的新视角，弥补了党内“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和实际

权力结构影响研究的不足。通过采用省级党委常委集体决策权力结构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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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常委对隐性债务扩张的影响，为研究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提供了新思路，对完善官员治理

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本文在研究官员集体决策结构基础上，引入财政

压力和发展压力等政府举债的现实重要影响因素，通过两类压力与集体决策结构（三类常委）

的交互影响，系统分析官员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地方隐性债务的综合影响，试图揭示地方隐性举

债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三是在实证策略上，本文通过采用全面FGLS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中介

效应模型，揭示省级党委常委会决策结构特征对隐性举债的影响并识别其作用机制。本文以下

内容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第三部分是实证策略与变量设置；第四

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从时间脉络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肇始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膨胀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以后者为重点，2008年，中央政府实施“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以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资金需地方政府安排。为解决地方政府资金困难，财政部一方面代部分省份

发行债券，另一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试点组建融资平台，通过融资平台发债融资，地方

政 府 债 务 迅 速 增 加 。 为 防 范 金 融 风 险 ， 中 央 政 府 在2010年 开 始 实 施 债 务 整 顿 ， 并 于2011年 、

2013年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债务审计，《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

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7.90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9万亿元；负有

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2014年9月，《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颁布实施，明确提出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限额管理，并对甄

别后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置换。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政府开始以发行债券的形式公

开举债，但隐性债务并没有彻底消失，通过影子银行、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政府引导基金

等形式变相举债，隐性债务规模迅速增加。2018年财政部启动对新一轮地方隐性债务的清查统

计，对隐性债务的认定是未纳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和融资平台通过贷

款、拖欠工程款项、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基金等形式，承诺由财政性资金偿还或

是违规担保构成的债务以及中长期财政支出责任。2015年后形成的隐性债务有以下特征：就举

借主体而言，既涉及政府行政事业部门，也涉及肩负基础设施建设职能的地方国企、融资平台

公司，呈现多主体特征；就债务资金投向而言，重点投向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领域，

大部分属于政府的投资职责范围；就债务性质而言，既包括负有偿还责任的显性债务，甚至违

法违规的显性债务，也包括政府负有一定担保与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因此，本轮隐性债务相

较于2015年之前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复杂性和规模更庞大。由于2015年后

形成的地方隐性债务缺乏官方公开数据，因此，不同的机构和学者给出了自己的估计，由于估

计范围、口径和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因此，结果差异也较大。部分估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隐性债务规模的部分估算结果

研究者 测算年度 测算口径 债务规模估计

张晓晶等（2018） 2017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30万亿元

海通证券（2018） 2017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息债务 32.3万亿元

闫衍等（2018） 2017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26.5万亿元−35.9万亿元

吉富星（2018） 2017 政策性贷款、城投债、政府付费或补贴类PPP、名股实债类基金 22.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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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委常委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党委的制度建设，如颁布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地

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推行“三重一大”制度，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

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削减地方党委副书记人数，确立“一正两

副”的领导结构等。这使得地方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像过去那种权力过分集中

于书记的情况有所转变，集体领导的色彩有所增强。另一方面，与省级党委常委决策体制密切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省级党委常委的产生方式。《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

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并报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在党的地方各级代表

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当上级党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

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也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换届时，书记、副书记和

常委会其他委员由全会选举产生，并报上一级党委审批；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委可

以根据工作需要，调动、任免下级党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委会其他委员，其数额在任期内一般

不得超过常委会委员职数的二分之一。这表明，省级党委常委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省

级党委选举+中共中央批准”，二是“中共中央任命”。尽管这两种方式都反映了中共中央在省级

党委常委产生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后一种方式显然更加凸显了中共中央在选人用人上的

主动性。由此，本文将省级党委常委的产生，按照来源地不同，分为本省升迁、外省调入与中央

下派三种类型，省级党委常委的不同来源对其行为特征差异存在重要影响。如刘海洋等（2017）

认为，相对于外省调入官员而言，本省升迁的常委一方面具有更丰富的本地工作经验，更为熟

悉地方情况且具备更为浓重的乡土情结，更倾向于对家乡施以援助之手，以照顾家乡利益；另

一方面，本省升迁官员在当地的人脉和资源更为丰富，因而预算外融资能力更强。相反，外省

调入或中央下派省委常委与中央联系紧密，因而从中央获取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强；同时对中央

调控政策的解读与把握更好，更有利于中央政策的贯彻与落实（向杨，2020）。

图 1显 示 了 2010−2018年 间 ， 除 内 蒙 古 外 ， 其 他 所 有 省 份 的 省 委 常 委 组 成 显 示 ： 浙 江

（83.9%）、北京（83.5%）、四川（79.2%）、上海（77.4%）、福建（76.2%）、山东（76.0%）等省份本省升

迁比例较高；内蒙古（34.9%）、贵州（32.3%）、江西（28.9%）、重庆（25.6%）、宁夏（25.4%）、陕西

（23.2%）等省份外省调入比例较高；广西（23.4%）、重庆（16.8%）、甘肃（16.1%）、福建（15.6%）、湖

南（15.2%）、天津（15.1%）等省份中央下派比例较高。总体而言，本省升迁仍是省级党委常委的

主要来源。

为进一步分析省委常委来源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本文按照四大区域（东、中、西与东北

地区）与样本年份的划分标准，测算三类常委的区域差异与时间趋势。

图2显示了2010−2018年四大区域省级党委常委的结构。对本省升迁的省委常委而言，从高

到 低 的 顺 序 依 次 为 东 部 地 区 （ 74.8%） 、 东 北 地 区 （ 72.9%） 、 中 部 地 区 （ 68.5%） 和 西 部 地 区

 

续表 1　隐性债务规模的部分估算结果

研究者 测算年度 测算口径 债务规模估计

封北麟（2018） 2017 违规融资和道义债两类 24.5万亿元

国际清算银行
（2018） 2017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8.9万亿元

王润北（2018） 2017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38.5万亿元

IMF（2019） 2018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 30.9万亿元

　　注：表中数据为作者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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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对外省调入的省委常委而言，依次为西部地区（21.3%）、中部地区（21.1%）、东北地区

（18.5%）和东部地区（16.0%）；对中央下派的省委常委而言，依次为西部地区（11.5%）、中部地区

（10.5%）、东部地区（9.3%）和东北地区（8.6%）。这表明，对经济越发达或者政府治理能力越强

的地区而言，中央越倾向于从本地选拔常委；反之，则更主张自外地或者中央调任常委。

图3显示了2010−2018年省级党委常委中各类型常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

移，外省调入与中央下派常委的比例不断上升，本省升迁比例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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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8年省级党委常委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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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8年各省级党委常委班子

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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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2018年省级党委常委中各类

常委的时间变化趋势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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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1所示比例为全国30个省份在2010−2018年间省级党委常委的结构。以北京市为例，其计算方式为：北京2010−2018年本

省升迁常委比例分别为93.3%、84.6%、84.6%、78.6%、100%、100%、100%、50%和60%，求其算数平均值，即得83.5%，如图1所示。

②图2所示比例为全国四大地区在2010−2018年间省级党委常委班子中各类型常委的平均比例。以东部地区本省升迁占比

为例，其计算方式为：参照统计局划分标准，将隶属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在各年内取本省份升迁比例的均值，继而计算9年平均

值得到。

③图3所示比例为全国30个省份在2010−2018年间省级党委常委班子中各类型常委的平均比例。以2010年为例，其计算方式

为：将2010年全国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本省升迁比例取均值。



三、  实证策略与变量设置

（一）实证策略

1.基准模型。本文利用2010−2018年30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对集体决策权力结构对隐性

债务规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基准模型如下：
Debtit = α0+α1Powerit +βX+ui+ vt +εit (1)

式(1)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Debtit表示各省份隐性债务规模。核心解释

变量Powerit表示集体决策权力结构，根据省级党委常委来源分为本省升迁、外省调入与中央下

派三种类型。α1是解释变量的系数，X是控制变量向量，β代表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2.动态面板模型。集体决策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

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也具有动态连续性，当期债务规模可能受前期债务水平的影响。因

此，本文在式(1)基础上引入隐性债务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模型如(2)所示：
Debtit = c+φ1Debti,t−1+φ2Debti,t−2+…+γPoweri,t +λGdpi,t+ηXi,t +εit (2)

φ1 φ2

其中，Debti,t−1、Debti,t−2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根据模型是否满足自相关和过度识别假设决定滞

后阶数。 、 为其对应系数；Powerit为核心解释变量，γ为其系数；X是控制变量向量，η为参数向

量。根据Blundell和Bond (1998)的研究，使用系统GMM方法（SYS_GMM）进行回归，同时将差分

GMM方法（DIFF_GMM）的回归结果作为参照。

3.中介效应模型。地方政府借助金融资源进行隐性举债融资已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本文

认为，集体决策权力结构对隐性举债的影响，可能与金融资源的运用有关。正如毛捷等（2019）

研究指出，商业银行的体制性偏好使地方债务规模的扩张得以实现。吕健（2014）的研究也表

明，影子银行与金融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三类省级

常委来看，本省升迁常委与本地金融机构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容易对金融资源的利用产生影

响，因而支持地方预算外举债融资的能力和倾向可能更强。而外省调入或中央下派常委与中央

联系紧密，从中央获取合法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强，借助中央资源支持本省经济发展的优势更加

明显，从而对控制地方隐性举债的倾向可能更强。为识别金融资源利用及其三类常委的行为差

异，本文引入中介效应模型，以金融资源调动能力（商业银行信贷规模Loanit）作为中介变量，采

用人均化并取对数形式。模型如式(3)、式(4)所示：
Loanit = β0+β1Powerit +βcXit +ui+ vt +εit (3)

Debtit = ω0+ω1Powerit +ω2Loanit +ωcXit +ui+ vt +εit (4)

中介效应的识别逻辑是，在集体决策权力结构对隐性债务存在影响的前提下，省级党委常

委是否对金融资源调动产生影响，同时，金融资源调动是否又对隐性债务规模产生影响。如果

上述传导机制存在，则证明省级党委常委通过金融资源调动影响地方隐性债务。因此，对中介

效应模型的检验重点在于通过式(1)、式(3)和式(4)中集体决策权力结构的系数与中介变量的系

数进行判断。若式(1)中的α1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进入下一步，若没有通过则结束。接下来考察式

(3)中β1与式(4)中ω2是否显著，若二者同时通过显著性检验，可继续检验ω1是否显著，若显著且

小于α1，则中介变量具备部分中介效应；若ω1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中介变量具有完全中介

效应；若β1与ω2至少一个不显著，则进行Sobel检验，通过显著性检验则中介效应存在，否则中介

效应不存在。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Debt）。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由于缺乏官方数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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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进行了估算。估算方法是，首先测度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然后扣

减显性债务规模后得到隐性债务规模。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计算采用张忆东和李

彦霖（2013）的做法，通过地方政府市政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地方政府预算内投资金额

后得到。估算样本和时间区间为我国30个省份2010−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为

剔除价格影响，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是2010年）进行平减，同时对各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人均化并取对数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Power）。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集体决策权力结构”。具体做法是选取

“省 级 党 委 常 委 来 源 ”刻 画 集 体 决 策 权 力 结 构 ， 即 该 干 部 在 成 为 省 级 党 委 常 委 前 就 职 的 地

区−本省、外省和中央。由此，将省级党委常委按来源区分为三种类型：（1）本省升迁，即该

干部在成为省级党委常委前于本省任职，记为Power 本
；（2）外省调入，即该干部在成为省级党

委常委前于外省任职，记为Power 外
；（3）中央下派，即该干部在成为省级党委常委前于中央任

职（包括中央层面党的机构、国家机构以及纳入中央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与群众团体等），记为

Power 央
。干部来源不同，可能意味着对当地利益的感受和资源利用的不同，是否对地方隐性举

债产生不同影响，是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预期省委常委中来自外省调入或中

央下派的干部，与中央的联系更为紧密，更能体会中央的调控意图，相对于本省升迁的干部，

在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上倾向性更强。

3.控制变量。参考同类文献的控制变量设置，本文选取以下8个控制变量。其具体含义和指

标设定如下：（1）财政压力（Gap）。用地方财政缺口（地方财政支出减去地方财政收入）表示，采

取人均化并取对数的形式。该数值越大，说明财政压力越大，越需要借助预算外举债融资来解

决资金难题。（2）经济发展水平（Gdp）。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刻画。一方面，随着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债务偿付能力增强，地方政府更倾向举债融资；另一方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

平也意味着更高的财力水平，这会使得债务融资需求下降。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举债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3）土地财政（Land）。用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反映。

一方面，土地财政收入作为地方自主性较强的财力来源，随着土地出让收入水平的提高，地方

政府举债的偿还能力更强，更有利于隐性债务规模扩大；另一方面，土地财政收入增多也能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缓 解 地 方 资 金 压 力 ， 降 低 地 方 政 府 预 算 外 举 债 融 资 倾 向 。 （ 4） 经 济 增 长 压 力

（Pressure）。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相邻省份为标杆，同时考虑全国范围内的赶超压力，将地区

经济增长压力界定为：某省经济增长压力=（相邻省份最高人均GDP/本省人均GDP）×（全国省

份最高人均GDP/本省人均GDP），该数值越大，说明经济增长压力越大，对预算外举债融资的

需求越大（缪小林等，2017）。（5）产业结构（Industry）。利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反映产

业结构，该数值越大，一方面，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吸引更多人口流入，使公共服

务需求增加，加剧债务融资压力；另一方面，地区经济发达意味着财源雄厚，预算外融资压力

可能更小。因此，二者的净影响不确定。（6）市场化水平（Market）。采用王小鲁等（2019）测度的

市场化指数表征地区市场化水平，该数值越大，说明市场化水平和法制规范性越强，市场和社

会 力 量 监 督 地 方 违 规 举 债 的 能 力 更 强 ， 越 能 抑 制 隐 性 债 务 增 长 。 （ 7 ） 城 市 化 水 平

（Urbanization）。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地区总面积比重反映。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地方政

府举债缓解城市化扩张的压力可能越大。（8）老年人口抚养比（Old）。以65岁老年人口在全部人

口中的比重反映。预期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相应的养老和医疗服务支出更大，由此推动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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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融资需求越大。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9）、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人民网、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财政部网站等。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观测数

隐性债务规模(元/人) Debt 9.958 9.965 11.615 7.234 0.690 270

集体决策权力结构_本省升迁 Power本 0.705 0.721 1.000 0.333 0.159 270

集体决策权力结构_外省调入 Power外 0.192 0.179 0.571 0.000 0.125 270

集体决策权力结构_中央下派 Power央 0.103 0.080 0.417 0.000 0.088 270
财政压力(元/人) Gap 8.412 8.440 10.034 6.764 0.615 270

经济发展水平(元/人) Gdp 10.521 10.419 11.670 9.393 0.441 270

土地财政 Land 0.478 0.450 1.396 0.112 0.233 270

经济增长压力 Pressure 4.023 3.051 15.609 0.640 2.756 270

产业结构 Industry 0.448 0.468 0.591 0.165 0.086 270

市场化水平 Market 6.508 6.380 10.830 2.330 1.932 270

城市化水平 Urbanization 0.025 0.011 0.195 0.002 0.034 270
老年人口抚养比（%） Old 13.423 13.200 22.700 7.400 2.997 270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前，首先应当对扰动项中是否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与组间同期

相关等进行检验。对于组间异方差与组内自相关问题，本文采用Greene及Wooldridge的沃尔德

检验，而组间同期相关问题，则借助Pesaran的半参数检验。为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未

考虑控制变量、考虑控制变量的模型都进行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相关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

是 否 考 虑 控 制 变 量 ， 检 验 结 果 均 拒 绝 原 假 设 ， 因 此 ， 按 照 文 献 的 通 行 做 法 ， 使 用 全 面FGLS

方法进行回归。
 

表 3    相关检验结果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解释变量

Power本 Power外 Power央

组间异方差 沃尔德检验 1.5e+05*** 2.0e+05*** 1.2e+05*** 1.4e+05*** 67 672.70*** 2.7e+05***

组内自相关 Wooldridge检验 8.706*** 5.758** 7.169** 4.991** 9.715*** 6.283**

组间同期相关 Pesaran检验 −1.741* −1.864* −1.744* −1.965** −1.770* −1.873*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注：*、**、***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是基准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4的列（1）、列（3）、列（5）是控制了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

的回归结果，列（2）、列（4）、列（6）是加入了控制变量的结果。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本省升迁常委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外省调入和中央下派常委的系数显著为负。具体而言，本省

升迁常委比例每增加1%，将引起隐性债务规模增长48.9%，而外省调入和中央下派常委比例每

增加1%，则引起隐性债务规模分别降低36.8%、68.8%。这意味着本省升迁的省委常委对隐性负

债扩张的影响更大，而外省调入或中央下派省委常委管控隐性债务的倾向较强。对比外省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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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和中央下派常委，后者比前者管控地方隐性债务增长的倾向更强。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财政压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压力

越大，越需借助预算外举债融资来解决资金难题。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

平上显著，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债务偿付能力增强，地方政府更倾向举债融资。其

余变量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不显著，不再详述。

（二）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表5是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其中列（1）、列（3）、列（5）为采用SYS_GMM模型的估计结

果，列（2）、列（4）、列（6）为采用DIFF_GMM模型的估计结果。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的滞后阶数确

定为两阶，根据模型是否满足自相关和过度识别假设来看：AR(1)检验的P值都小于0.1，说明残

差 序 列 存 在 一 阶 自 相 关 ；AR(2)检 验 的P值 都 大 于 0.1， 说 明 残 差 序 列 不 存 在 二 阶 自 相 关 。

Sargan检验的P值都大于0.1，说明各模型都通过了工具变量有效性的过度识别检验。上述结果

表明，表5中GMM模型的设置是合理的。

从表5可知，本省升迁常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基准回归

结果，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上升；外省调入和中央下派常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规模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基准回归结果，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显著性水平也有所上升。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以SYS_GMM的回归结果为例，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压力每增

加1%，引起隐性债务规模增长32.2%−37.1%，说明分税制后地方因事权-财权不匹配导致的财政

缺口（财政压力）确实是解释地方政府举债冲动的重要依据，而且对于不同来源的省委常委均

如此。土地财政收入占比每增加1%，将引起隐性债务规模下降6.9%−7.7%，说明土地财政收入

占比的提高能缓解地方资金压力，降低地方政府预算外举债融资。经济增长压力每增加1单位，

将引起隐性债务规模增长3.2%−3.7%，说明经济增长压力驱动地方预算外举债的趋势明显。老

年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引起隐性债务规模增长1.0%−1.7%，说明人口抚养负担越重，债务融

表 4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Power本 0.143*(1.82) 0.489***(3.06) 　 　 　 　

Power外 　 　 −0.303**(−2.21) −0.368*(−1.74) 　 　

Power央 　 　 　 　 −0.235**(−2.26) −0.688***(−2.71)

Gap 　 0.117*(1.90) 　 0.105(1.64) 　 0.128**(2.04)

Gdp 　 0.321**(2.24) 　 0.245(1.30) 　 0.590***(3.75)

Land 　 −0.109(−0.79) 　 −0.110(−0.76) 　 −0.114(−0.82)
Pressure −0.028(−0.93) −0.043(−1.43) −0.024(−0.78)

Industry −0.946(−1.44) −0.652(−0.95) −1.094(−1.56)

Market 0.016(0.39) 0.018(0.43) −0.016(−0.41)

Urbanization 　 −4.345(−1.57) 　 −4.294(−1.45) 　 −1.862(−0.72)
Old −0.016(−1.10) −0.019(−1.24) −0.018(−1.26)

常数项 7.873***(19.12) 3.807**(2.38) 8.017***(19.37) 5.174**(2.44) 8.034***(18.51) 1.339(0.76)
是否控制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Wald值 5 761.19*** 5 939.74*** 8 685.67*** 7 069.81*** 2 394.14*** 6 535.61***

N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z统计量；检验统计量Wald为基于全面FGLS的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检验。

44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1年第6期



资需求越大。
 

表 5    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回归模型 SYS_GMM DIFF_GMM SYS_GMM DIFF_GMM SYS_GMM DIFF_GMM

Power本 0.349***(4.84) 0.120***(2.79) 　 　 　 　

Power外 　 　 −0.238***(−4.10) −0.196***(−3.49) 　 　

Power央 　 　 　 　 −0.516***(−5.55) −0.232***(−2.76)

Gap 0.371***(8.64) 0.289***(4.22) 0.328***(5.07) 0.318***(6.62) 0.322***(9.18) 0.291***(3.66)

Gdp −0.009(−0.14) 0.625***(8.24) 0.073(1.57) 0.586***(8.28) 0.060(1.60) 0.728***(9.28)

Land −0.069***(−4.55) −0.043***(−4.34) −0.077***(−4.21) −0.044***(−3.17) −0.071***(−4.65) −0.036***(−2.80)

Pressure 0.037***(4.05) 0.016(1.63) 0.032***(3.66) 0.018**(2.15) 0.036***(4.81) 0.027***(3.21)

Industry −0.273(−1.00) −1.662***(−7.01) −0.514*(−1.88) −1.696***(−5.99) 0.519(1.56) −2.159***(−7.00)

Market −0.032*(−1.85) −0.039**(−2.13) 0.024(1.46) −0.030***(−3.17) 0.002(0.11) −0.045***(−3.63)

Urbanization 5.266**(2.38) 24.176***(2.64) 0.046(0.03) 18.782***(3.17) 4.967***(3.36) 10.957***(4.04)

Old 0.010*(1.66) 0.022***(3.40) 0.017***(2.73) 0.019***(2.96) 0.017***(4.39) 0.023***(2.81)

L.debt 0.515***(19.40) 0.207***(11.38) 0.436***(13.84) 0.211***(9.16) 0.544***(25.42) 0.176***(7.27)

L2.debt 0.336***(8.14) 0.242***(10.39) 0.322***(15.25) 0.250***(12.34) 0.298***(15.31) 0.254***(13.05)

常数项 −0.370(−0.63) −2.587***(−3.62) 0.280(0.42) −2.293***(−3.85) −0.919**(−2.16) −2.937***(−4.49)

AR(1) −1.984** −1.770* −1.706* −1.767* −2.185** −1.958*

AR(2) −1.003 −0.979 −1.260 −1.214 −0.913 −1.505

Sargan 25.704 18.885 22.701 20.344 19.068 23.883

N 210 180 210 180 210 180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量；回归方法里的SYS_GMM、DIFF_GMM依次是基于两步法的系统GMM估计与差分
GMM估计；检验统计量AR(1)、AR(2)和Sargan分别为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一阶、二阶残差序列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
过度识别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两方面。首先，将被解释变量隐性债务规

模替换为债务依存度（当年新增隐性负债与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大体上与前述结果一致。这说明本文的实

证结果比较稳健。其次，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由于军队系统的特殊性会影响“戎装常委”任职经

历，本部分尝试去除该部分数据（省级军区司令员或者政委）进行估计。表7为回归结果。回归

结果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
 

表 6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Power本 0.240*(1.94) 　 　

Power外 　 −0.654*(−1.78) 　

Power央 　 　 −0.539**(−2.26)

常数项 −6.184***(−2.80) −0.460(−0.12) 0.861(0.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控制地区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Wald值 240.11*** 800.17*** 401.37***

N 270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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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替换解释变量

(1) (2) (3)

Power本 0.486***(2.90) 　 　

Power外 　 −0.368*(−1.66) 　

Power央 　 　 −0.660***(−2.72)

常数项 3.787**(2.37) 3.961(1.60) 1.419(0.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控制地区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Wald值 5 715.20*** 8 757.05*** 6 494.59***

N 270 270 270

（四）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8。表8列（1）反映本省升迁常委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本省升迁常委比例每增加1%，将引起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增长5.0%。结合列（2）

中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省升迁常委影响金融资源利用，从而支持地方隐

性举债的结论成立，该效应的大小为0.031（0.050×0.619）。表8列（3）反映外省调入常委对商业银

行信贷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外省调入常委比例每增加1%，将引起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降

低5.6%，结合列（4）中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系数，可得到该效应为−0.039（−0.056×0.702）。表8列

（5）反映中央下派常委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中央下派常委比例每增加

1%，将引起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降低14.2%，结合列（6）中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系数，可得该效应

为−0.080（−0.142×0.564）。这意味着，相对于外省升迁与中央下派常委而言，本省升迁常委会影

响金融资源利用，从而支持地方扩张隐性债务的猜想得到验证。
 

表 8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Loan Debt Loan Debt Loan Debt

Power本 0.050*(1.74) 0.461***(2.90)

Power外 −0.056*(−1.66) −0.358*(−1.71)

Power央 −0.142**(−2.47) −0.635**(−2.50)

Loan 0.619**(2.54) 0.702***(2.74) 0.564**(2.28)

常数项 11.460***(15.66) −2.562(−0.87) 10.409***(24.29) −1.967(−0.61) 10.382***(16.27) −4.265(−1.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控制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Wald值 30 005.79*** 5 999.42*** 58 841.18*** 7 305.78*** 38 077.64*** 6 969.38***

N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五）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各省面临的财政压力、经济增长压力有所不同，是否由此对集体决策权力结构的作用

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隐性债务规模？本文引入财政压力、经济增长压力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

表9和表10。

表9显示，在引入财政压力与集体决策权力结构的交互项后，三类来源的常委对隐性举债

的倾向均受到财政压力的正向调节，从交互项系数看，呈现出外省调入、中央下派、本省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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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递增的关系。这意味着，在财政压力驱动下，外省调入、中央下派两类常委对隐性举债融

资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对本省升迁常委来说，引入财政压力后隐性举债的行为有所增强。

表10报告了引入经济增长压力与集体决策权力结构的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三

类常委对隐性举债的倾向均受到经济增长压力的正向调节，从交互项系数上看，呈现出本省升

迁、外省调入、中央下派依次递增的关系。这说明，在经济增长压力作用下，外省调入、中央下

派常委对隐性举债的态度出现显著松动。对比表9和表10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对外省调入和

中央下派常委来说，经济增长压力比财政压力对其隐性举债的影响更为显著。

（六）进一步考虑省委书记个人特征的补充分析

鉴于省委书记在省委常委会中的关键地位，且本文样本中，省委书记由本省提拔的比例较

高，因此，本部分将省委书记的关键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在该职位任职时间）纳入模

型，设置本省升迁常委与省委书记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时间三个交互项，以考察省委书记

是否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表11为回归结果。

表 10    引入经济增长压力的回归结果

(1) (2) (3)

Power本 0.169*(1.67)

Power本×Pressure 0.183**(2.48)

Power外 −0.472***(−2.64)

Power外×Pressure 0.208***(3.04)

Power央 −0.638**(−2.30)

Power央×Pressure 0.571***(3.03)

Pressure 0.202**(2.21) −0.034(−0.43) −0.093(−0.69)
常数项 0.121(0.07) 0.534(0.25) 2.335(0.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控制地区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wald值 3 714.43*** 12 390.45*** 10 060.40***

N 270 270 270

表 9    引入财政压力的回归结果

(1) (2) (3)

Power本 0.127**(2.01)

Power本×Gap 0.918***(2.92)

Power外 −0.371*(−1.70)

Power外×Gap 0.390*(1.84)

Power央 −0.570*(−1.91)

Power央×Gap 0.581**(2.25)

Gap 1.214***(4.39) 0.109(1.33) 0.121(1.43)

常数项 −0.211(−0.26) 5.423**(2.11) 6.440*(1.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控制地区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Wald值 16 322.42*** 6 909.26*** 5 551.15***

N 270 27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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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委书记年龄的影响看，表11列（1）显示，本省升迁常委与省委书记年龄的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随着省委书记年龄的增长，本省升迁常委对隐性举债的倾向有所提升。这说

明，在中央注重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制度安排下，越年长的官员，越希望通过调动更多的资源，

在短期内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显示个人政绩和谋求升迁的倾向更强。从省委书记受教育程度的

影响看，表11列（2）显示，本省升迁常委与省委书记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即随着

省委书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本省升迁常委对隐性举债的倾向性减弱，这意味着省委书记受教

育程度越高，越注重举债的长期影响，而非短期激进举债。从省委书记在任时间的影响看，表11

列（3）显示，本省升迁常委与省委书记在任时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在任时间延

长，官员任期内拼资源、出政绩、以获取晋升的动机更强烈。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省级党委常委集体决策权力结构为视角，利用2010−2018年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

据，将省委常委按照来源地划分为本省升迁、外省调入、中央下派三类，以此考察集体决策权

力结构对地方隐性举债的影响。首先，使用全面FGLS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本省升迁

常委有激励和能力支持地方隐性债务规模扩张，外省调入与中央下派常委对地方隐性举债扩

张的支持倾向较低。其次，借助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识别发现，相对于外省调入与中央下派常

委而言，本省升迁常委影响金融资源的能力更强，支持地方扩张隐性债务的倾向得到验证。结

合财政压力、经济增长压力的影响发现，在财政压力、经济增长压力面前，外省调入、中央下派

常委对地方隐性举债的态度出现显著松动，并且经济增长压力比财政压力的影响更显著。最

后，进一步引入省委书记个人特征后发现，随着省委书记年龄增长和在任时间延长，本省常委

谋求升迁的压力加大，容忍地方隐性举债的倾向增强；但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该倾向会产生抑

制作用。

表 11    引入省委书记个人特征的回归结果

(1) (2) (3)

Power本 0.380**(2.03) 0.193**(2.09) 0.276**(2.01)

Power本×Age 0.062**(2.20)
Age 0.008(1.44)

Power本×Education −0.209**(−2.36)
Education 0.002(0.19)

Power本×Tenure 0.426**(2.33)

Tenure 0.032**(1.97)

常数项 4.219**(2.14) 1.238(1.40) 6.094(1.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是否控制地区 是 是 是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Wald值 7 212.24*** 35 626.35*** 28 168.06***

N 270 270 270
　　注：表中进一步控制了以下22项个人特征：省委书记及省长年龄（岁），受教育程度（大专1，本科2，硕士3，博士4），在任
时间（在任三年及以上为1），是否省委书记（省长）在任第一年（是为1），是否省委书记（省长）在任最后一年（是为1），专业
（经济管理类为1），是否有经济师职称（是为1），是否有工程师职称（是为1），性别（男为1），是否有中央任职经历（是为1），
是否党校毕业（是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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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优化省级主要干部配置机制，选优配强省级党委常委会，不断完善干部异地交

流和中央调配制度，规范地方政府隐性举债行为。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省级常委和地区差

异，合理配置中央下派、本省升迁、外省调入的省委常委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

同时实现中央宏观调控意图。与此同时，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强化对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监督。另一方面，对于地方隐

性债务风险，应严格落实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倒查机制，摒弃层级财政平衡观念，强化辖区债务

责任意识，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隐性债务风险处置机制。改善人大对地方举借债务的

全过程监督，积极发挥审计监督、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力量。

第二，加快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一方面，应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界限，使地方政府

真正成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改变依赖债务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从专

注政府投资转向激励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创新融资模式，健全公益

性投资的多元化、长期性、低成本融资体系，减轻对政府举债融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大力度实

施政府采购，并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不断创新地方财政支出方式，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第三，加快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一是进一步完善政府间事权划分。适度加强中央财政

事权、逐步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同时，加大共同事权中央支出的比重。通过中央

适度扩大事权和债务发行，减轻地方投资事权和债务压力。二是加快建立政府间的财政救助机

制。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省级以下政府，尤其是财力严重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

付的县级政府，这就迫切需要加快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救助机制，推动财力向基层政府倾

斜，从而逐步提高基层政府化解债务风险的能力。三是健全完善地方税体系。一方面，扩大消

费税征收范围，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其中并提高消费税税率；加快推进后移部分品目消费

税征收环节改革并稳步下划地方。从壮大消费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目标来看，未来有必要将

更多的消费税目，如“烟、酒、油、车”的部分税目收入下划给地方。另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房

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为发挥房地产税积极作用和充实地方税体系打下基础。四是协调财税政策

和金融政策，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监管，从资金供给端严格约束金融机构的放贷行为，对隐性债

务实行穿透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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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mplicit Deb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Li Yihua,  Luo Xi,  Zhang Fangjie
(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ong Jinan 250100, China )

Summary: The impact of local “top leader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debt

expans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some  studies,  but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in  the  Party  and  the  impact  of  the  actual  power  structure  have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into  thre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promoted  from  the  local

province,  transferred from other  provinces,  and assign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  units  from  2010  to  2018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power  structure  on  the  implicit  debt  of  local  governments.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hidden debt risk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fficial governanc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uses the comprehensive FGLS and the dynamic panel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and finds tha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promoted from the local province have

the incentive and ability to support the expan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debt, whil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transferred  from  other  provinces  or  assign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ve a lower tendency.  Secondly,  with the help of the mechanism identification of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transferred  from

other  provinces  or  assign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promoted from the local province have a stronger impact on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he tendency

to  support  the  expansion  of  implicit  debt  in  the  local  area  has  been  verified.  Further  combined

with the impact of fiscal pressure and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we find that in the face of fiscal

pressure  and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the  attitud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transferred  from  other  provinces  or  assign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osen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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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23.50%  and  23.36%  respectively),  and  the  remaining  10.20%  is  attributed  to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factor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contribution  share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addition,  th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based on CGSS data in different years shows that the above main indicators

fluctuate irregularly in a small range, and the basic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robus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it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unreasonable and unfair parts of income

inequality caused by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further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factual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mote income distribution equ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income inequality; opportunity inequality; education;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责任编辑：王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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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financial pressure. We

further introduce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 and fi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ge  and  tenure  of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  the  pressure  to  seek  promotion

increases,  and  the  tendency  to  tolerate  the  local  implicit  debt  rises.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education level can inhibit this tendency.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o control the local implicit debt, we should not

only  reform the  fiscal,  tax  and  financial  system and  get  rid  of  the  debt-dependent  development

mode,  but  also  seize  the  key  minority  of  official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make joint effort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ystem and official behavior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risk of implicit debt.

Key word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power structur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mplicit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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